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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60多年前，我就听说了费孝通这个名字。一是因为他是从我们吴江走出去的大知识分子，二是因为他写了那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此后，他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许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先后荣获了被称为国际人类学领域最高荣誉的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和赫胥黎奖章，费孝通这个名字才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的时候，吴江的社队企业（后来称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兴起。始终关注着家乡农村经济发展现状的费老，从此时起几乎每年都回吴江调研，除了先后26访开弦弓村，沿着1936年江村调查的足迹，追踪江村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外，还考察了吴江的众多大小乡镇，就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课题，提出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著名论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盛泽的乡镇企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1986年东方丝绸市场成立后，以丝绸纺织为支柱产业的盛泽乡镇企业更是如虎添翼，到1990年，盛泽乡镇企业总产值已名列全国乡镇之首位，被新闻界誉为“华夏第一镇”。盛泽的经济发展受到费老的高度关注，他先后十多次来盛泽考察，分析和研究盛泽乡镇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存在问题，为盛泽经济的发展鼓劲助威。
1977年，我从新疆回到故乡盛泽的乡镇企业工作，1985年又调入盛泽镇工业公司从事乡镇企业管理工作，因此费老考察盛泽时，我有了几次参与接待的机会。费老不顾年逾古稀的高龄，穿梭于工厂的车间和市场的商区之间，不厌其烦地询问各种经济数据和原料的来源、产品的销售渠道。作为一位身居要职的高层领导干部，如此细致入微地考察经济运行的各个环节，并为市场和企业的持续发展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精神让我深受感动。
费老对吴江的丝绸产业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也许与他的姐姐费达生有关。费达生数十年如一日地追随她的老师和爱人郑辟疆，从事养蚕缫丝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改进，被人们誉为“丝绸之母”。1936年费老听从姐姐的建议，来到姐姐工作的蚕乡开弦弓村养伤，期间对从事蚕桑产业的开弦弓村民进行社会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后来轰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的经典之作《江村经济》。他在《江村经济》中，把当时农村凋疲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丝绸业的衰落，因而引起农村里蚕丝副业的危机。因此当他在几十年后再次进行江村调查时，吴江丝绸产业的发展现状成为他调研的一个重要方面。
出于对吴江丝绸业的关注，费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考察了盛泽的新生丝织厂、新民丝织厂的生产和技术设备改造以及产品出口的现状，了解吴江丝绸业恢复发展的进程，并对企业走“技术兴工之路”和吴江“贸工农一条龙”的做法表示高度赞赏。他在1991年4月又一次考察了盛泽镇，回到北京后写了《吴江行》。他说：“谈到吴江这十年工业的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是各乡镇上丝绸业的兴旺。我这次访问的重点是吴江丝绸业中心的盛泽镇。现在全镇人口已达10万，已恢复了‘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历史盛观。”
费老还数次到盛泽的乡镇企业吴江工艺织造厂参观考察，为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感到无比兴奋。他还对被评为省级先进企业的盛泽镇印染总厂强化管理、深挖潜力、连续5年保持无贷款、无外债、无应收款的“三无水平”表示充分肯定。他称赞盛泽“积极创办了15家镇办和103家村办的中小型丝织厂。这些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达10亿元，超过了（国营）大集体的产值。”
费老于1985年考察温州后，写下了《小商品，大市场》，提出乡镇企业要继续发展，必须狠抓流通，建立小商品大市场。1986年东方丝绸市场成立后，费老十分高兴，他专门为市场题写了场名，还先后四次到东方丝绸市场考察。他说：“吴江的丝绸生产以市场经济为主，列入计划的比重很小。除外销产品由国家计划外，70%以上产品由市场调节，而产品销售主要靠企业自寻销路来解决。所以过去每年都有大批销售人员在全国各地‘满天飞’，不仅花费大，而且效益差。我曾把这种流通方式称之为‘肩挑式’。东方市场的建立就是让卖方在场内开店设柜，等待买客上门，由‘肩挑式’变成了‘坐庄式’，在流通方式上提高了一个档次，促进了贸易，提高了生产。”他认为：“盛泽的东方市场是当地农民企业家自己摸索出来推动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有效机制。同时也可以说，乡镇企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在商品经济规律的诱导下，人们必然会认识到生产和流通的互相依存性，而促进了贸工农的结合。”1993年，东方丝绸市场经国家工商局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展示了更好的发展前景。1994年10月14日，他在考察东方丝绸市场时又写下了“中国东方丝绸市场再展宏图”的题词，对东方丝绸市场的发展寄予厚望。
费老不遗余力地为乡镇企业的发展鼓与呼。一方面，他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不断地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进程进行分析和总结，提出了乡镇企业发展的三个主要模式，即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同时又指出，苏南模式中每个县还是各有特色，在统一性中还是各有各的个性；随后又提出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必须“因地制宜”和“随势应变”，充分体现了他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的创新思想意识。另一方面，费老又充分运用他的影响力，宣传和推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出谋划策，为乡镇经济的发展争取更好的发展大环境。可以说，费老是乡镇企业发展时期的主要推手之一。
2002年4月22日，92岁高龄的费老又一次来盛泽考察，我有幸随同镇党委主要领导一起参与接待，当面聆听费老的指导。当时的费老因高龄和身体发福的原因，步履已略显蹒跚，坐沙发时，腰后必须衬上厚厚的靠垫，但他的思维依然活跃如初，对于盛泽经济的发展，依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时，盛泽乡镇企业的改制工作已经大体完成，改制后的企业轻装上阵，又正好赶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纺织业的大发展时期，因此企业的发展趋势十分喜人。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数以百亿计的民间资本纷纷投资于盛泽纺织产业，在短短的几年里，全镇新增了上千家民营纺织工厂，引进了数以十万计的各类先进纺织设备，形成了“井喷”式的投资热潮。费老饶有兴趣地听取我们汇报的改制进程以及招商引资的情况，对盛泽以技术装备更新为重点的新一轮经济发展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企业的组织形式必须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的经济形态相适应，技术水平的提升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他希望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注意总结经验教训，为吴江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再作贡献。可以看出，费老确是一位思想超前、与时俱进的可爱老人。
小城镇建设是费老关注的又一个重点。早在1982年10月，他在四访江村的同时，就考察了吴江的盛泽、震泽、松陵、平望四个乡镇；1983年5月六访江村时，他又对吴江十多个小城镇的历史和现状作深入调查；1994年6月5日，他再一次专程考察了盛泽的小城镇建设。
1983年9月21日，费老在南京举办的“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作了名为《小城镇，大问题》的即席发言。他认为小城镇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他说：苏南这些年来小城镇的复苏和繁荣，是小型工业特别是社队工业带动的结果。他对社队企业在小城镇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
他分析了吴江的小城镇中以震泽、盛泽、松陵、同里、平望为代表的五种不同类型，认为像盛泽镇这样早先是以手工业产品的集散为主的经济中心，现在又成为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是很值得研究的。他说：“家庭丝织手工业不仅是盛泽发展的基础，也是所谓天堂的苏杭地区发展的基础。这个传统基础对于我们今天的小城镇建设仍然具有它的意义，因为这传统在民间已有近千年。如此悠久的历史使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
2002年4月他最后一次考察盛泽时，当我汇报到盛泽发展丝绸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盛泽人世世代代以丝绸为业，丝绸的意识已经融化在血液之中”时，他又一次重复了他的观点：“丝绸业的悠久历史使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甚至进入遗传基因，成为生物基础。”可以说，费老还是推进中国小城镇建设的主要推手之一。
费老不仅关注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他更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远见卓识。他在长期考察和研究思考的基础上，于1990年以民盟中央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初步设想》，提出应着眼于未来，以上海为龙头，联合江、浙两省部分地区，重建东方大港，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敞开东大门，迎接21世纪新秩序。就在建议信提交的次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就约见了费老和民盟中央有关领导，当面听取意见。在座谈会上，费老一口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主要意见是：在长江三角洲建立经济开发区，对于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的腾飞，从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他后来在《吴江行》中说：“记得在提出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时，我曾经引用访问吴江时听到当地干部的话说：‘吴江与上海官方没有多少来往，这里的乡镇企业和上海民间倒是难舍难分。有的已经私定终身，就待拿到证件，明媒正娶了。’”费老从考察过程中了解到的点滴话语中，发现了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并据此进行有关改革开放大局的思考，提出重要的建议。作为一位耄耋老人，费老有如此清晰的逻辑思维，如此远大的发展目光，实在让人钦佩。
许多年来，费老始终是我心中的一座丰碑。他的接地气的调查研究，他的朴素平实的话语和行文风格都深深地影响着我。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曾长期参与一些重要的接待工作，在与许多领导、学者、专家和企业家的交流中获益匪浅。在他们的鼓励和影响下，我开始注意对家乡经济发展的轨迹和经济文化特色进行调查和研究，并撰写了一些相关的论文、工作研究、调查报告和文化著作。虽然因为受认识水平知识水平的局限，我的这些作品难免粗劣，但我总是尽可能地向费老学习，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反映本镇以及企业的真实情况，为上级部门制定政策或措施提供参考资料。今后，我愿意继续为此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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